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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九七○年代是韓國「國民倫理」建構的重要時期。此時期，朴正熙

政府致力於國民統合，使韓國人民形成「韓國國民」、「韓國民族」的共

同體意識。「道德教育」則是培養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手段，朴正熙政府不

但利用反共教育、愛國教育，也利用「傳統倫理」建構國民意識與民族意

識。值得注意的是，朴正熙政府在「道德教育」中實施的內容，實際上是

繼承與改良一九五○年代李承晚時期的「傳統倫理」。一九七○年代，

「道德教育」中「傳統倫理」的應用產生變化，最主要原因是實施目標出

現變化。本文主要討論一九七○年代「道德教育」的實施目標，並分析初

級中學的《中學校道德》與高級中學的《高等學校國民倫理》教科書，探

討一九七○年代的「道德教育」繼承何種李承晚時期的「傳統倫理」內

涵，又進行了何種改良。 

Abstract 

The 1970s is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ethics in Korea. At 

that time, the Park Chung-hee regime had been striving for raising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unifying its people to consider themselves as “Korean 

nationals” or “Korean nationality.” The ethics education wa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means to develop/create such ideology. Apart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nti-communism and patriotism education, the Park Chung-hee regime also 

employed “traditional ethics” to construct such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It 

is noteworthy that what the Park Chung-hee regime carried out in the “ethics 

education” was actually an inheritanc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s” from the period of the Syngman Rhee regime in the 1950s. The main 

cause resulting in the changes of the “traditional ethics” in the “ethics education” 

in the 1970s was due to the changes of the applying objectives. By discussing the 

applying objectives of the “ethics education” in the 1970s and analyzing the 

textbooks of Middle School Ethics used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High School 

National Ethics used in senior high schools,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what the 

“ethics education” in the 1970s inheri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the 

Syngman Rhee regime and how it had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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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九七○年代是韓國建構「國民倫理」的重要時期。此時期，朴正熙

（1917-1979）政府致力於國民統合，使韓國人民形成「韓國國民」、「韓

國民族」的共同體意識。「道德教育」則是培養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手段，

朴正熙政府不但利用反共教育、愛國教育，也利用「傳統倫理」建構國民

意識與民族意識。值得注意的是，朴正熙政府在「道德教育」中實施的內

容，實際上是繼承與改良一九五○年代李承晚（1875-1965）時期的「傳統

倫理」。 

一九五四年，李承晚政府正式實施「道義教育」。實施「道義教育」

初期，教育當局、社會輿論及知識階層都試圖從韓國「傳統」中尋找「道

義」的倫理標準。「儒教倫理」中的「孝」、「忠」、「信義」、「誠」、

「義理」、「禮義」及韓國固有的「花郎道」等「傳統倫理」成為構成

「道義教育」的核心內容。 

一九六一年朴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掌握政權。朴正熙政府

持續實施「道德教育」，但新政府認為「道德教育」必須要配合國家需求，

重新設定實施目標。朴正熙政府設定的「道德教育」目標是建構「新人民

像」。但隨一九六八年發布〈國民教育憲章〉、一九七二建構「維新體

制」，「新人民像」之內涵也出現不同變化。朴正熙政府雖然並未放棄應

用「傳統倫理」於「道德教育」中，但是「傳統倫理」內容在「道德教育」

中所占的比重減少、應用方式也產生了變化，有些部分是繼續沿用李承晚

時期的「傳統倫理」，但有些部分卻進行改良。 

一九七○年代，「道德教育」中「傳統倫理」的應用產生變化，最主

要原因是實施目標出現變化。因此，本文主要討論一九七○年代「道德教

育」的實施目標，並分析初級中學的《中學校道德》與高級中學的《高等

學校國民倫理》教科書，探討一九七○年代的「道德教育」繼承何種李承

晚時期的「傳統倫理」內涵，又進行了何種改良。本文首先說明一九五○

年代李承晚時期「道義教育」的實施過程與目標。再者，探討一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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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至一九七○年代「道德教育」的實施目標。其後，利用上述教科書分析

一九七○「道德教育」中「傳統倫理」的繼承與改良。最後，討論「傳統

倫理」與「道德教育」目標之間的相關性。 

觀察韓國的「道義」與「道德」使用狀況可以發現，一九五○年代至

一九七○年代，「道義」與「道德」兩詞一直處於混用狀態。一九六○年

代「道義」與「道德」當作同義詞來使用，然而，「道義」與「道德」在

意義上似乎還是有點不同。「道義」或「道德」中的「道」都被定義為人

應當要走的人道，而「義」被定義為正確的道理、正確的法則或為社會公

共著想的正義心，「德」則是善良的品性、領悟到「道」的人格。因此，

教育界的人認為在意涵上「道德」比「道義」好。1筆者認為因為如此「道

德」的使用率逐漸提升。一九五○年代在韓國較多使用「道義」一詞，一

九六○年代「道義」與「道德」使用頻率差不多，一九七○年代較多使用

「道德」一詞。因此，一九五○年代，「道義教育」是普篇說法，但是高

級中學教育課程中設立的科目名稱是「道德」。一九七○年代，「道德教

育」是普篇說法，小學與初級中學的教育課程中新設科目名稱亦是「道

德」。 

因此，在本文「道義教育」與「道德教育」兩種說法都使用，敘述一

九五○年代時使用「道義教育」，而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七○年代則使用

「道德教育」，但是，朴正熙政府時期，若資料原文中使用「道義」或

「道義教育」就保留此用法。 

筆者主要問題意識在於韓國人「倫理觀」的建構過程中「傳統倫理」

扮演的功能與角色，希望本論文提供探討此問題的一些線索。 

                                                 
1  權一顏：〈道德教育論（1）〉，《教育評論》，第 87號（1966年 1月），頁 115-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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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李承晚時期的「道義教育」 

一、「道義教育」的實施原因 

韓國在美軍政時期樹立了「民主」教育的重要性，尊重個人個性、主

張經驗教育而非灌輸式教育，因此，一九四八年，韓國政府成立之際，民

主主義成為最時尚又最崇高的價值。一九五○年代，在朝鮮半島南部，實

施「自由民主」教育成為最主要的教育理念。2  

李承晚政府成立後，開始強調「道義」倫理的重要性，文教部持續推

動「新教育運動」，在「實踐綱領」中亦包括以下「道義」生活的目標：

昂揚愛國愛族的精神、磨練個人人格、提高公民資質、建設平等社會、改

善禮義、肅清風紀等。在「道義」生活中被強調的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團

結與維持秩序，積極呼應「一民主義」。3李承晚政府成立初期，文教部長

官安浩相（1902-1999）意識到美國非常排斥「民族主義」，再加上他認為

實施「民主式民族主義」等同於實現「道義教育」，4因此並沒有特別提倡

「道義教育」。韓戰後，李承晚政府開始強調「道義教育」，尤其在「道

義教育」的推動方面，新任文教部長官白樂濬扮演關鍵性角色。 

一九五○年五月四日，白樂濬（1895-1985）接任文教部長官，六月六

日，他在文教部的月例朝會中即提出「一、以生產解決民生問題；二、實

行勤儉節約；三、邁向確立道義」的政策口號，強調確立「道義」的重要

性。5但是，由於六月二十五日爆發韓戰，無法推出任何具體措施。 

                                                 
2  事實上，此種「民主」教育強烈受到美國教育學者 John Dewey的影響，強調進步主義教 

   育理論，韓國教育界將 Dewey的進步主義教育論視為等同於「民主」教育。參考李裕利 

   ：《1950 년대 ‘道義教育’의 형성과정과 성격》（高麗大學大學院史學科碩士論文，20 

   07年），頁 10-12。 

3  韓國歷史學者徐仲錫指出，在「一民主義」之下人民必須服從唯一的領導者，在此種結 

   構中含有「道義」、道德、（國民）倫理做為人民服從領導者的論述基礎。參考徐仲錫 

   ：〈일민주의와 파시즘〉，《이승만의정치이데올로기》（首爾：역사비평사，2005 

   年），頁 66、76。 

4  徐仲錫：〈일민주의와 파시즘〉，頁 107；李裕利：《1950 년대 ‘道義教育’의  형성 

   과정과 성격》，頁 18。 

5  不詳：〈勤儉節約實行 어제政府月例朝禮〉，《東亞日報》，1950 年 6月 6日，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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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的情勢逐漸穩定後，白樂濬開始積極提倡「道義教育」。一九五

二年，白樂濬再次提出當年的教育方針為：一、重視人格教育、二、獎勵

技術教育、三、實施國防教育。人格教育的重點放在充分發揮民族固有精

神，即韓國民族的獨特性，同時以民主國家之國民身分闡明國民道德，並

實踐國民道德。由於韓國是新生國家，必須樹立以固有「道義」為基礎的

民主主義式「國民道義」；更進一步應制定新的倫理與國民生活。為此，

他主張檢討過去韓國民族的人生觀、倫理觀，嚴格批判生活樣式的缺陷。6

白樂濬主張實施「道義教育」必須先制定「倫理標準」，然而，「倫理標

準」必須要從韓國「固有道義」為基礎。「固有道義」所指的是流傳古今

的韓國「傳統倫理」，但是白樂濬認為未必是所有的「傳統倫理」都能成

為「倫理標準」，必須在其中做選擇。 

白樂濬強調，韓戰爆發後，因戰爭對民族物質層面造成全面性破壞，

年輕世代的「道義心」也因而遭到破壞或成長遭到阻礙。因此，對戰爭下

的國民而言，「道義」是教育的基本綱領，「道義教育」就是建設人格的

教育。他指出，重新建設因戰爭的慘禍而化為廢墟的國土，並重新建設民

族文化，必須從人格重建開始。7 

白樂濬雖然積極提倡「道義教育」，但是在他的任內8未能實施。白樂

濬主張透過學校的所有科目與活動進行「道義教育」，不必獨立設立「道

義」科目。韓戰後，韓國政府方開始獨立設立「道義」科目實施「道義教

育」。另外，韓戰期間，白樂濬提倡的「道義教育」，並未受到教育界的

支持。 

韓戰後，「道義」教育受到重視，主因在於社會混亂所引起的學生風

紀問題、脫序行為與學生犯罪的增加。教育界為防止這些行為，開始要求

                                                                                                                         
   版。 

6  白樂濬：〈韓國教育의 進路（1）〉，《백낙준전집 5》（首爾：연세대학출판부，199 

   5年），頁 166。原稿刊登於《文教月報》，1952 年 3月。 

7  白樂濬：〈道義教育의 提倡〉，《백낙준전집 5》，頁 229。原稿刊登於《教育週報》 

   ，1952年 1月。 

8  白樂濬的文教部長官的任期為，1950年 5月 4日至 1952年 10月 29日。參考李裕利： 

   《1950 년대 ‘道義教育’의 형성과정과 성격》，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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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學校教育。9教育界指出，各學校雖有程度差異，但是校內如同一般社

會，蔓衍各種威脅、恐嚇、朋群結黨、行使暴力的行為，亦瀰漫學業怠慢、

驕傲、虛榮、奢侈等等不健全的風氣，甚至對真理、正義、國法、教育都

持有懷疑的態度，學生的「道義」陷入極大困境，社會人士對此不能坐視

不救，開始呼籲強化「道義教育」。10 

韓戰後，學生受社會風氣的影響，發生許多威脅、恐嚇、暴力、詐欺、

殺人等犯罪行為，教育界認為應實施「道義教育」，認為提高學生的「道

義」就可以阻止發生上述行為。新聞媒體中也強調對青少年實施「道義」

教育的重要性。《京鄉新聞》指出「目前比任何事情更緊急的是，謀求在

社會的各種惡行中拯救青少年之方法，必須從道義教育出發」。11 

事實上，此種「道義」概念是繼承韓戰前的論述。自美軍政時期，尤

其是韓國政府成立初期，韓國新聞媒體強調殺人放火、私利私慾、圖謀暴

利等導致社會混亂的所有行為與犯罪的主因是缺乏「道義」，只要提高國

民「道義」，這些惡劣行為皆可消失。因此，韓戰後，韓國社會遇到學生

行使不正當、非法行為時，立即連想到應透過提高「道義」的方式解決這

些問題。因此，韓國社會各界要求政府落實「道義教育」。12 

二、韓戰後「道義」教育的實施 

韓戰的情勢逐漸穩定後，一九五二年，文教部召開教育課程（相當於

臺灣的課程大綱）審議會議，雖然當年文教部長官白樂濬提倡「道義」的

重要性，但是大多數人反對設立獨立「道義」科目。韓戰結束後，韓國社

會各界開始強調「道義教育」的重要性，支持設立獨立「道義」科目。一

                                                 
9  이동헌：《1950 년대 “道義”교육과 국민형성》（漢陽大學大學院史學科碩士論文，20 

   04年），頁 11。 

10  沈泰鎮、權相澈：《道義教育의 理論과 實踐》（首爾：民教社，1954年），頁 1、6 

    。 

11  張俊河：〈高遠理想，文化運動의 明日의 交차點에서（上）、（下）〉，《京鄉新聞 

    》，1953年 1月 10-11日， 第 2版。 

12  參考王恩美：〈1950年代韓國「道義」教育的實施與「傳統倫理」的再利用〉，收入 

    潘朝陽（編）：《政道與治道：儒家的政治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2016年），頁 25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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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文教部制定、公布〈教育課程時間分配基準令〉，

其中規定設立「道義」科目。13 

〈教育課程時間分配基準令〉規定，在教育課程內新設「道義教育」

的特定時間，規定小學與初級中學一年應三十五小時以上實施「道義教

育」，並在高級中學新設「道德」課程。14換言之，僅在高級中學新設立獨

立「道德」科目，在小學與初級中學則規定必須實施一年三十五小時，相

當於一週一小時以上的「道義教育」課程，但並未設獨立的「道義」科目。

文教部解釋只在高級中學新設獨立「道德」課程的主因在於，實踐層面外，

還考量到理論層面，高級中學的學生處於思考能力迅速提高的時期，因此

增加理論層面的探討是推動「道義教育」必須且是有效的方法。15筆者認為，

除此之外，當時青少年的犯罪率急速增加，抑制青少年的不當、非法行為

是在高級中學實施「道義教育」的最主要原因。當時十七歲至十八歲的犯

罪率最高，16最急速樹立對應策略的對象是高級中學學生，因此文教部特別

在高級中學新設獨立的「道德」科目，教化學生。 

文教部按照新制定的教育課程，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推動編纂國定教科

書，一九五六年發行高級中學「道德」課本（三個學年三種），一九五七

年發行小學「道義」課本（六個學年六種）與初級中學「道義」課本（三

個學年三種）。17一九五七年，發行國定教科書，以及發布〈道義教育要項〉

後，統一了「道義教育」方向。18一九五八年，發行教師用小學「道義」教

科書後，「道義教育」的實施更加一元化、標準化。一九五九年，文教部

為強化、實施「道義教育」，將小學「道義」教育的時間增加為每週二小

                                                 
13  이동헌：《1950 년대 “道義”교육과 국민형성》，頁 13。 

14  文教部：《문교 개관》（首爾：文教部，1958 年），頁 226。 

15  이상선：〈고등학교 도덕과정 해설〉，《道義教育》，創刊號（1956 年 6月），頁 2 

    6。 

16  根據 1953年的調查，在少年院與少年刑務所受刑的人數共有 858人，未滿 14歲者共有 

    20人，15至 16歲者 113人，17至 18歲者 254人，19至 20歲者 127 人，20至 21歲 

    者 41人，23歲以上者 303人。858人中男性為 783人，占 91%。未滿 20歲的受刑青 

    少年當中，17至 18歲者占最高比重。參考道義教育委員會（編）：《도의생활 지도  

    요령》（首爾：文教部，1958年），頁 236。 

17  文教部：《文教 40年》（首爾：文教部，1988 年），頁 174-175。 

18  이동헌：《1950 년대 “道義”교육과 국민형성》，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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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未設「道義教育」的小學獨立課程。19 

三、李承晚時期「道義教育」的目標與「傳統倫理」的應用 

一九四八年韓國政府成立後，知識階層開始以「民族精神」與國民道

德相互連串，試圖作為「統合國民」的理念，因此，開始尋找什麼是「新

國民道義」的主要內涵？「新國民道義」應包括那些內容？但是，韓戰前，

並沒有形成社會風潮。一九五二年前後，知識階層積極討論如何解決戰爭

帶來的危機，什麼是社會重建所需要的理念、社會倫理、生活態度。20由此

可知，一九五○年代的「道義教育」的目標是培養韓戰後社會重建所需要

的「國民道義倫理」。 

雖然李承晚積極提倡以「儒教」的「三綱五倫」，作為國民道義倫理

的標準，但是社會各界對此表示疑慮，主張不應以「三綱五倫」作為「道

義教育」的主要內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韓國社會各界並未全面

否定韓國固有的「傳統精神」，主張應篩選出「優良的傳統精神」，並利

用於「道義教育」內。韓戰期間，白樂濬在提倡「道義教育」時，便提出

「民族精神的再發現」概念。21 

白樂濬認為「弘益人間」與「花郎道」是優良的「傳統精神」，他在

卸任文教部長官後，仍持續提倡應將「弘益人間」與「花郎道」的思想納

入「道義教育」。針對「花郎道」一詞，白樂濬也提出解釋，他認為「花

郎道」的五大綱領：「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殺生有擇、臨戰

無退」，雖然乍看之下類似儒家的五倫，但「花郎道」的「五戒」其實是

新羅人在生活現實中產生的自律，絕非模仿「儒教」的德目。同時，白樂

濬強調，應將「花郎道」做為「道義」教育的支柱。22主流知識階層皆贊成

                                                 
19  不詳：〈민주생활과 도덕교육-국민학교 도덕 교과서 편찬의 취지와 지도상의 유 

    의점〉，《文教月報》，第 49號（1959 年 11月），頁 36。 

20  洪定晚：〈전후 재건과 지식인층의 ‘道義’담론〉，《역사문제연구》，第 19號（20 

    08年 4月）頁 59。 

21  文教部：《文教 40年》，頁 164。 

22  白樂濬：〈道義教育의 提倡〉，頁 229-230。原稿刊登於《教育週報》，1952年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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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花郎道」應用於國民「道義」的建構方面，尤其是與官方關係密切的

知識階層，視「花郎道」為「民族精神」的代表，在「道義」論述中持續

強調。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高層與主流知識階層主張再利用韓國的「傳統倫

理」或「民族精神」的最大理由是，他們認為韓國社會迅速吸收不適合韓

國現實的西方理論，反而破壞韓國人的精神生活。因此，政府階層與主流

知識階層開始提倡從韓國傳統「美風良俗」中，尋找重建韓國「民族精神」

與「道義」的線索。文教部認為，由於韓國社會在並未做好準備的狀況下，

突然接受民主主義，反而導致民主主義無法得到成果，思想陷入混亂；因

此應恢復東洋精神，但應在東洋精神加入現代要素，塑造出「新的東洋精

神」。文教部更進一步說明東洋精神的根源為「儒教」，並對「儒教」道

德習慣表示肯定態度。23文教部強調應從「儒教」道德習慣中篩選符合現代

韓國社會的「優良」部分，再次應用於「道義教育」中。 

參、 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的「道德教育」 

一九六一年朴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成立了新政府。朴正熙

政府繼承一九五○年代「道義教育」的脈絡，但是政策目標卻出現了變化。

朴正熙政府「道德教育」的目標是配合「新國家」建設、建構「新人民」，

此一政策目標，朴正熙掌權約二十年期間始終未變。 

一、一九六○年代「道德教育」的目標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的當日，以「軍事革命

委員會」的名義解散國會，掌握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發布了〈革命

公約〉。其中第三條規定「掃除國家、社會的一切腐敗與舊惡，為重新樹

立國民道義與民族正氣，將振作清新的風氣」。24由此可知，朴正熙政權將

                                                 
23  文教部：〈國民學校道義教育要領（試案）〉，《道義教育》，創刊號（1956 年 6 月） 

    ，頁 178-188。 

24  박호근：〈5‧16 군사정부의 교육정책과 결정 유형〉，《교육정치학연구》，12 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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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樹立國民道義與民族正氣」視為重要的政策方向。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軍事革命委員會」，改稱為「國家再建最

高會議」，成為實際掌握權力的政府最高機構，由朴正熙擔任議長。「國

家再建最高會議」設定的基本目標是「人民改造」與社會改革。25對剛成立

新政府的朴正熙而言，「人民改造」被視為是完成革命事業的基本目標。

改造人民後，方能進一步推動產業、經濟、文化、社會結構近代化，掃除

腐敗與舊惡，因此，重新樹立已敗退的「國民道義」，成為完成社會改革

必須先完成的目標。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新就任的文教部長官文熙奭

（當時海軍上校）提出教育政策，其基本方向是粉碎間諜侵略、「人民改

造」、打破貧困、文化革新。26文教部強調「人民改造」需要透過「道義教

育」，「人民改造」所追求的目標是，自主的人民、行動的人民、合理的

人民、力行的人民、健康的人民。27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文教部為推動「人民改造」，提出精神革命、

教育革命、刷新教育行政。在精神革命方面強調「道義教育」、國民新生

活運動、民主主義生活的吸收（家庭、學校、社會）。在「人民改造」運

動下，各級學校強調「人民行動的計畫性變化」之概念。28「人民改造」運

動透過「再建國民運動本部」29推廣至韓國各地社會，而「國民道義」的重

要性也隨之擴散。30 

                                                                                                                         
    2 호（2005年 6月），頁 3。 

25  서울特別市教育研究院：《서울教育史（上）》（서울：서울特別市教育委員會，1981 

    年），頁 418。 

26  咸宗圭：《한국교육과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首爾： 

    교육과학사，2003 年），頁 269-270。 

27  서울特別市教育研究院：《서울教育史（上）》，頁 418。 

28  金聖甫：〈1960 년대 남북한 정부의 ‘인간개조’ 경쟁〉，《역사와 실학》，第 53輯 

    （2014年 4月），頁 167。 

29  「再建國民運動本部」的部長擁有參加「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及內閣的權限，並由首爾 

    特別市長與各道知事兼任「再建國民運動本部」的支部長；區、郡（市）、邑、面、洞 

    （里）、班（房）設立「再建國民運動促進會」，並由各行政機構之首長兼任地區「再 

    建國民運動促進會」的會長；本部長、各支部長或地區促進會會長可以在各種機構、社 

    會團體或其他團體設立「再建國民運動促進會」。參考박호근：〈5‧16 군사정부의교 

    육정책과 결정 유형〉，頁 4。 

30 「國家再建最高會議」為了在社會各層面推動「人民改造」與社會改革，設立直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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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國家再建最高會議」發布《為再建國民道義及再建國民

經濟的指導理念與實踐綱要》，提出朴正熙政府對重建「國民道義」的基

本政策方向。朴正熙在〈緒言〉中提及，「從殖民政策基礎中解放已過了

十六年，因政治腐敗、經濟貧困，社會生活無法避免混沌，國民道義敗退

至無法收拾的地步」，同時他也強調，「確立再建國民道義的指導理念與

國民生活水準的向上是建立在不可分的關係上」。31另外，《為再建國民道

義及再建國民經濟的指導理念與實踐綱要》中說明，為完成「國家再建」

的大業，需要強而有力的精神、道義的支柱。再建「國民道義」的基本指

導理念乃是啟發邁向自由民族主義的道義力量，以及發揮民族正氣。實踐

領域包括：提倡家庭道義、公眾道義、職場道義，以及矯正官方紀律、徹

底實施學校「道義教育」等。32 

由《為再建國民道義及再建國民經濟的指導理念與實踐綱要》的內容

可知，朴正熙政府認為，李承晚政府的腐敗與經濟政策失敗，造成「國民

道義」的敗退，而為要完成「國家再建」必須先重建「國民道義」。學校

教育是重建「國民道義」的重要管道，朴正熙政府認為，李承晚政府採取

的學校「道義教育」停留在口號，強迫性質較高，因此，應強調自發性，

學校則必須徹底實施「道義教育」，成為實踐民主生活、民主道義的場所。

33然而，我們可以發現，朴正熙政府雖然批判李承晚政府的學校「道義教

                                                                                                                         
    「再建國民運動本部」。1961年 6月 12日制定、公布〈有關再建國民運動的法律〉， 

    其中第 2條，「再建國民運動的定義」中說明，為使全國國民培養清新的風氣、堅持新 

    生活體制、鞏固反共理念，推動以下的凡國民運動：1.排斥容共中立思想。2.勵行忍耐 

    貧困的生活。3.鼓吹勤勉精神。4.增進生產及建設意志。5.高昂國民道義。6.感化情緒觀 

    念。7.提高國民體位。參考：「國家法令情報中心」網址：http://www.law.go.kr/LSW/ls 

    Sc.do?tabMenuId=tab27&query=%EC%9E%AC%EA%B1%B4%EA%B5%AD%EB%AF% 

    BC%EC%9A%B4%EB%8F%99%EC%97%90%EA%B4%80%ED%95%9C%EB%B2%95% 

    EB%A5%A0，（檢索日期：2018年 5月 21日）。 

31  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國民道義再建 및 國民經濟再建을 위한 指導理念과 實踐要綱 

    》（首爾：國家再建最高會議，1961年），頁 5-6。 

32  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國民道義再建 및 國民經濟再建을 위한 指導理念과 實踐要綱 

    》，頁 15-21。其他實踐領域項目包括：獎勵服務活動、感化及獎勵集團．集會活動、 

    啟發及感化民族文化活動、暢達言論、打破虛禮及迷信、提倡停止虛飾奢侈及鼓勵質樸 

    的勤勞、確立反共態勢的心性。 

33  國家再建最高會議：《國民道義再建 및 國民經濟再建을 위한 指導理念과 實踐要綱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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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但是思考脈絡明顯是繼承李承晚政府的「國民道義」論述，也認為

提高「國民道義」、徹底實施學校「道義教育」，即可改善社會風氣、可

以重建社會。不同的是，李承晚政府只強調重建社會，而朴正熙政府的

「國民道義」論述雖從重建社會，更進一步延伸至重建國家。因此，文教

部的文教社會委員長延續過去論調，仍然強調「人性的光復」、「民族性

的光復」，34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開始強調培育出韓國的「新人民」。35 

金聖甫指出，朴正熙政府雖然提出「人民改造」的標語，但是具體方

案則是「道義教育」、國民新生活運動與刷新教育行政等，這些政策並非

朴正熙政府的特別措施，而只不過是一九五○年代以來，政府推動社會文

化運動的延長。發動軍事政變後，朴正熙政府強力推動的「人民改造」事

業，因財政問題與市民社會的抵抗而逐漸弱化，一九六三年八月解散「再

建國民運動本部」，政府退出「再建國民運動」，「人民改造」運動也逐

漸消失。當時北韓也強力推動「人民改造」運動，因此，一九六○年代中

期「人民改造」反而逐漸成為固定指涉北韓的特殊現象。36 

韓國政府雖然不再使用「人民改造」口號，但是朴正熙政府創造「新

人民」的主旨並未改變。一九六六年，文教部提出「理想的學生像」，主

要是因為朴正熙政府發動「軍事政變」成立新政府，強調新社會的來臨，

而新社會需要新人民。朴正熙政府強調需要「近代化」的新人民，才能完

成「祖國的近代化」。「理想的學生像」包括：1.正確理解又愛韓國、具

有民族主體意識的學生。2.具有創意及堅強開拓精神的建設性學生。3.具有

合理、生產性思考與技術的學生。4.合作又具有責任感的學生。5.尊重自由、

誠實、正直與信義的學生。6.具有新的價值觀，創造新文化、放眼看世界

的文化學生。37文教部提出的「理想的學生像」中，4、5、6 項目都是必須

透過「道德教育」培養。 

                                                 
34  孫昌奎：〈壬寅年에 부치는 希望과 抱負：文教社會分野의 課業을 中心으로〉，《 

    最高會議報》，第 4號（1962年 1月），頁 37。 

35  孫昌奎：〈革命一年의 발자취：文教社會委員會所管〉，《最高會議報》，第 8號 

    （1962年 5月），頁 33。 

36  金聖甫：〈1960 년대 남북한 정부의 ‘인간개조’ 경쟁〉，頁 53。 

37  文教部：〈1966 學年度 獎學方針〉，《教育評論》，第 88號（1966 年 2月），頁 63 

    -65。 



128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15卷第1期（總第29期） 2018年6月 

xiv 

朴正熙政府成立初期推動的「人民改造」目標是塑造「新人民」，而

後提出的「理想的學生像」也是為培養未來的「新人民」。因此，朴正熙

政府開始推動重建「國民道義」，強調在學校徹底實施「道德教育」，目

標都是在創造配合新政府，建設新國家的「新人民」。 

二、一九七○年代「道德教育」的目標 

一九六七年，朴正熙藉由人民對經濟政策的期待，贏得大統領與國會

議員選舉，但也因此出現非法選舉，引起大學生以彈劾非法選舉為訴求，

發動示威，並再度擴散為全國性的反政府運動。此一時期也是政府以開發

主義換取正當性與人民同意的模式，逐漸開始產生龜裂的時候。38在經濟政

策的推動下，產生許多出口企業，但是比起生產增加量，無法擴大出口市

場，因此許多出口業者，陸續倒閉。再者，一九六○年代末期開始，工人

對廉價勞動、超時勞動，要求改善。在經濟狀況出現危機的此刻，朴正熙

卻為了第三次連任修改憲法，反對運動的強度也更加激烈。39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朴正熙指示當時文教部長權五柄（1918-

1975）： 

韓國近代化過程中樹立國民教育的長期且健全的方向及市民社會

的健全倫理、價值觀是，為民族萬年大計極為重要，網羅各界各

層研究確立民族主體性的方案。40 

依據朴正熙的指示，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政府發布〈國民教育憲章〉，

對整個學校教育帶來極大影響。 

朴正熙在〈國民教育憲章〉的發布典禮中，再次強調，應藉由本憲章

                                                 
38  曹喜昖：《박정희와 개발독재─5‧16 에서 10‧26 까지》（首爾：역사비평사，2007 

    年），頁 94。 

39  曹喜昖：《동원된 근대화─박정희의 개발동원 체제의 정치 사회적 이중성》（首爾 

    ：후마니티스，2010 年），頁 250-251。 

40  咸宗圭：《한국교육과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頁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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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國民生活倫理」，作為國民生活的實際的規範，在憲章中描寫的

「理想的國民像」應成為所有學校教育的指標，扎根於國民的日常生活。41 

我們可以由〈國民教育憲章〉中提出的「誠實的心與健康的身體」、

「創造的力量與開拓的精神」、「創意與合作」、「盡隨伴自由與權利之

所有義務」、「愛國愛族」的「國民像」，可發現一九六六年文教部所提

出「理想的學生像」的痕跡。42〈國民教育憲章〉發布後，小學、中學、高

中等各級學校教育的目標，都是培養符合〈國民教育憲章〉中「新國民像」

的人才。朴正熙政府規定，全國各級學校所有學生及公務員必須背誦〈國

民教育憲章〉。43〈國民教育憲章〉發布後，文教部的政策方向也更加具體，

以往散亂的教育政策統合至「完成民族中興之使命」，並將「國家建設」

成為所有教育政策之至上目標。為實現「國家建設」，培養「新國民精

神」，成為學校教育的最重要課題。44「新國民精神」的培養需要透過「道

德教育」，因此，朴正熙政府在發布〈國民教育憲章〉後，更加重視學校

「道德教育」。 

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朴正熙將「三選連任改憲」提案至國會，並在

                                                 
41  咸宗圭：《한국교육과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頁 344 

    。 

42 〈國民教育憲章〉的全文如下： 

   「我們是持有民族中興之歷史使命出生於此地。現在正是蘇醒祖先的偉大精神，對內確 

     立自主獨立的態度，對外貢獻於人類共榮的時候。因此，在此表示我們應邁進的方向 

     ，以作為教育之指標。 

     以誠實的心與健康的身體學習學問，開發每個人天生具有的素質，將我們的處境作為 

     躍進基礎，培養創造的力量與開拓的精神。以公益與秩序為優先，尊崇效率與實質， 

     繼承敬愛與信義為扎根的相扶相持之傳統，鼓吹明朗又溫馨的合作精神。我們的創意 

     與合作的基礎下國家方能發展，需理解國家的繁榮才是我發展之根本，盡隨伴自由與 

     權利之所有義務，主動參與國家建設，昂揚服務的國民精神。 

     釐清反共民主精神的愛國愛族才是我們的生存之道，實現自由世界理想之基礎。展望 

     後繼予子孫的光榮統一祖國，身為一個具有信念與自尊的國民，應聚集民族智慧，不 

     斷地努力，共同創造出新歷史。」參考咸宗圭：《한국교육과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 

     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頁 344。 

43  鄭永壽等：《韓國 教育政策의 理念(II)─2次年度：國家發展과 教育(1960-1979)》 

    （首爾：教育開發院，1986年），頁 81。 

44  홍순철：〈문교 시책과 장학 방침〉，《文教月報》，第 26號（1972年 1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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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獲得通過。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實施朴正熙的第三次大

統領選舉，在此選舉中朴正熙花費了六○○至七○○億韓幣相當於國家預

算的 10%，但朴正熙的得票率為 53.2%，而對手金大中在沒有任何支援的

情況下獲得了 45.3%的選票。一九七一年四月，學生團體再次發動反政府

運動；同年六月，國家醫療院與國立大學附屬醫院亦要求改善待遇、保障

身分，展開罷工；同年七月，朴正熙政府為馴化司法部，向做出許多無罪

判決的首爾刑事地方法院法官發出逮捕令，引起司法界不滿，全國法官四

○五人中一○六人提出辭呈，形成司法危機。45 

朴正熙為收拾上述危機，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發布「非常事態」，

聲明國家安保為最優先的國家政策，不容許任何社會不安。46文教部配合國

家政策，在十二月八日發表教育基本方針：第一，學校教育所有領域中重

新整備並強化安保教育體制。第二，所有學校職員與學生，在國家「非常

事態」的新決意與覺悟下，堅持勉學風氣，團結一心樹立學校秩序。第三，

為了克服國家的「非常事態」、完成民族中興的歷史使命，需確立「新價

值觀」。 

發布「非常事態」後，文教部強調強化安保教育與樹立「新價值觀」，

尤其在「新價值觀」方面，文教部指出必須以〈國民教育憲章〉為基礎，

完成民族使命的精神開發。同時，文教部也說明，在確立「新價值觀」時，

最核心的就是確立「國家觀」，並要求全國國民應具有「強烈的民族共同

命運意識」、「祖國愛」、「歷史使命感」及「堅強的責任感」。47 

一九七一年發布「非常事態」後，朴正熙政府希望透過「國家觀」的

確立，建構一個具有「新價值觀」的「新國民」。48因此，透過教育確立

「民族國家的主體思想」、建構出「愛國的國民」，「脫離推崇或模仿外

國教育，應正確認識國家現實，追求建構正確國家觀為基礎之教育」。基

                                                 
45  曹喜昖：《박정희와 개발독재시대─5‧16 에서 10‧26 까지》，頁 124-128。 

46  金幸仙：《박정희와 유신체제》（首爾：선인，2006年），頁 56。 

47  文教部：〈獎學資料：國家非常事態에 따른 獎學方針의 具顯〉，《教育研究》，第 

5卷 1號（1972年 1月），頁 33-34。 

48  文教部：〈1972 년도 문교 4 대 중점 시책〉，《文教月報》，第 26 號（1972年 1月 

    ），頁 40-41；홍순철：〈문교 시책과 장학 방침〉，頁 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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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述目標，朴正熙也開始強調，應採取符合韓國現實的「有國籍」的教

育。49根據一九七二年文教部所提出的獎學目標，希望創造「愛國愛族」的

新價值觀之國民；50強調建構「新韓國人」、「新國民」教育，培養「屬於

團體的個人」與「我們」的意識。51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朴正熙以「為有效因應急速轉變的國內外情

勢」之名義，在全國發布戒嚴令、實施非常措施。他在〈十月維新大統領

特別宣言〉中說明，國內外處於危機情況，必須實施改革，但以正常的方

法無法完成改革，因此只能採取非常措施。52十月二十七日，朴正熙發布

〈維新憲法〉，規定經過間接選舉產生大統領，並加強大統領權限。十一

月二十七日，該憲法案通過國民投票，十二月二十三日，朴正熙被當選為

第八屆大統領，十二月二十七日進行就任典禮，同時也正式開始了被稱之

為「維新體制」的時代。 

針對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發布的〈十月維新大統領特別宣言〉，

「大韓教育聯合會」代表韓國二十萬從事教育工作者，表示支持立場。53朴

正熙在〈國民教育憲章〉發布四周年紀念典禮，再次提示韓國正處於「價

值觀的混沌中未能確立我們的自主性」之狀況，透過〈國民教育憲章〉的

生活化，才能完成「十月維新的精神」。54進入「維新體制」後，朴正熙更

                                                 
49  박정희：〈올바른 국가관에 압각한 우리 교육〉，《文教月報》，第 29號（1972年 

    4月），頁 10-11。 

50  이정구：〈새 가치관 확립을 위한 도덕교육의 방향〉，《研究月報》，第 95卷（19 

    72年 5月），頁 12。 

51  不詳：〈교육에 당면한 과제와 우리의 각오〉，《文教月報》，第 29號（1972年 4 

    月），頁 5-6。 

52  金幸仙：《박정희와 유신체제》，頁 59。1972年 10月 17日，朴正熙發表「大統領特 

    別宣言」，主要內容是「為有效因應急變的國際情勢與南北關係，以及國內政治情況， 

    必須進行一次大型的改革。『韓國民主主義土著化』的改革，以正常的方式進行，只能 

    加重混亂。因此，不得不中止約 2個月的憲法功能，採取『非常措施』，解散國會，禁 

    止政黨與政治活動，非常國務會議擔任憲法停止後的功能」。因此，憲法被停止，大統 

    領與非常國務會議掌握了一切權力。政府宣布非常戒嚴，所有政治集會被停止，並對所 

    有大學宣布停課令，所有言論、出版與廣播必須事先接受檢查。參考林英泰：《大韓民 

    國 50年史 2》（首爾：들녁，1998年），頁 21-22。 

53  金幸仙：《박정희와 유신체제》，頁 60。 

54  박정희：〈국민 교육 헌장 선포 제 4 주년 박대통령 치사：유신 과업 완수는 헌장 

    의 생활화로〉，《文教月報》，第 37號（1972年 12月），頁 9-10。 



132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15卷第1期（總第29期） 2018年6月 

xviii 

加強調基於〈國民教育憲章〉，應「確立正確的國家觀」並落實於教育中，

並且更進一步加強了反共思想教育。 

一九七五年，文教部在教育政策中強調「強化國民精神教育」，55同年

的獎學方針是，在「擴展有國籍的教育」目標下，強調「確立正確的國家

觀」與「強化思想教育」。「確立正確的國家觀」的具體方法是，使學生

認識民族史的正統性、鼓吹主體意識、釐清國家發展即是自我發展的根本，

確立正確民族觀與國家觀，宣導「國民總和」。56「強化思想教育」的方法，

則是使學生認清民主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確認民主主義理念的優越性、

培養對共產主義與北魁體制的批判能力。57 

一九七一年發布「非常事態」，一九七二年進入「維新體制」後，

「道德教育」被設定為「國民精神教育」之一環，因此在「道德教育」中

「確立正確的國家觀」與「強化安保、反共思想」成為最核心內容。在

「維新體制」時期，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個領域中，「國家」成為

「道德教育」的最重要、最核心培養領域。朴正熙政府愈來愈重視「國家」

領域教育，主要原因在於，面臨危機的朴正熙政權，需要進一步強化人民

的國家意識與反共思想，以擺脫危機，強化對人民的控制。58 

朴正熙政府比李承晚政府更重視、更積極推動「道德教育」。一九六

○年代早期，新政權繼承李承晚政府的「道義教育」的脈絡，希望透過

「道德教育」掃除舊惡、改造人民、重建社會，更進一步重建國家，「道

德教育」的重點仍放在人民生活習慣的改善與道德品格的修養。然而，一

九七○年代，「道德教育」的重點轉移至國家認同的培養，希望透過「道

德教育」，培養具有「愛國愛族」之「正確國家觀」的「新國民」。另外，

一九六○年代朴正熙政府雖開始加強反共教育，提高反共教育的份量，但

                                                 
55  文教部：〈1975 년도 문교 시책 사업〉，《文教月報》，第 63號（1975年 2月）， 

    頁 44。 

56  「國民總和」意指，國民全體的總團結或合作。 

57  文教部：〈75 학년도 장학방침 구현 지침〉，《文教月報》，第 62 號（1975年 1月 

    ），頁 43-44。 

58  1960年代末期成為韓國政府建構「反共體制」的關鍵時期，從此時期開始，政府強化 

    反共教育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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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共教育只是「道德教育」的一環，而非最核心的領域。然而，一九七

○年代，反共教育與培育「國家觀」，已成為「道德教育」最核心的兩個

領域。 

三、教育課程的改編與「道德教育」的強化 

「五‧一六軍事政變」後，朴正熙政府立刻推動教育課程的改編。一

九六一年八月，先設立各種委員會負責擬定教育課程的改編方向後，討論

課程相關內容。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朴正熙政府發布了新教育課程。59

文教部在一九六三年教育課程總論中強調：以往的反共、道德教育偏向形

式主義、抽象的知識，應計畫刷新反共、道德教育，樹立一慣性指導的方

案，促進學生可以主動參與的實踐性教育。60在一九六三年教育課程中，仍

然維持高級中學「道德教育」為正式課程，但是課程名稱修改為「國民倫

理」，授課時數亦從三學分，修改為四學分。在小學與初中教育課程中新

增「反共、道德」時間，規定週一小時實施，但是說明指導「反共、道德」

生活的時間，應按各學校的實際狀況樹立計畫，並指導實踐。「反共、道

德」雖然不是正式的教育科目，但是文教部將納入在正式教育課程領域。

依據原先計畫，一九六三年制定的教育課程，小學應由一九六四年，初級

中學與高級中學應由一九六五年逐年開始實施，61但是高級中學部分，遲至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才正式實施。62 

                                                 
59  李元燁：〈革命治績總決算：文教社會委員會所管〉，《最高會議報》，第 27號   

    （1963年 12月），頁 38；李鍾雨：〈革命 二年間의 業績概要：文教部〉，《最高會 

    議報》，第 20號（1963年 5月），頁 52。 

60  其他教育課程的目標如下：第一，應包括最適合培養堅強的民主信念、特底的反共信念 

    及發展民主生活之人民的學習經驗。第二，應包括獨立自尊的民族風氣與國際協助精神 

    的具體學習經驗。第三，應包括可解決日常生活面臨的問題之有效知識與有效機能，並 

    包括培養科學生活態度之學習經驗。第四，應充分包括克服貧困、增進經濟效率的學習 

    活動。第五，應計畫可貢獻於培養健全精神與健康身體的國民之活動。第六，為了可以 

    使國民生活純真明朗的深層的情緒生活，應開發豐富個性。參考咸宗圭：《한국교육과 

    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頁 302-304。 

61  咸宗圭：《한국교육과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頁 307 

    、310-318。 

62  1964年公布〈教育制度審議會規定〉後，開始引起學制改編的爭議，由於無法解決學 

    制改編問題，高級中學的新教育課程 1968 年 3月 1日才正式實施。參考教育課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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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發布〈國民教育憲章〉後，文教部為配合〈國民教

育憲章〉的精神，在一九六九年修改部分教育課程，強化「反共、道德」

教育。小學與初級中學「反共、道德」時間增加為週二小時；高中的「國

民倫理」課程名稱亦修改為「反共及國民倫理」，從四學分增加為六學分。

同時，自一九六九年九月起，文教部準備全面修改教育課程，一九七三年

二月十四日，公布新教育課程。 

一九七三年，文教部為實現立足於〈國民教育憲章〉理念，以及具備

韓國價值觀的「有國籍的教育」，因此將教育重點放在培養國民的資質、

強化人民教育、刷新知識技術教育。63一九七三年教育課程的最大特色，乃

是小學與初級中學教育課程中「反共、道德」統合為一，成為正式獨立科

目，科目名稱定為「道德」，上課時間為小學一年至六年級各週兩小時，

初中一年級至三年級各週兩小時。一九七三年教育課程發布後，高級中學

的「反共及國民倫理」課程名稱調回「國民倫理」，維持六學分。64此後，

從小學至高中，包括反共在內的「道德教育」成為正式教育課程的獨立科

目。 

透過朴正熙政府時期教育課程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文教部在一九

六三年設計課程時，「反共」與「道德」是區隔為兩個領域，但是在一九

七三年的教育課程中「反共」與「道德」統合為「道德」科目，也就是統

合為「道德教育」中。 

肆、 一九七○年代教科書中「傳統倫理」的繼承與改良 

一、教育課程的改編與「道德教育」的強化 

                                                                                                                         
    科書研究會：《韓國 教科 教育課程의 變遷（高等學校）》（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 

    會社，1990年），頁 17。 

63  咸宗圭：《한국교육과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頁 354 

    -356、358-360、368-371、411。 

64  咸宗圭：《한국교육과정변천사연구─조선 말부터 제 7 차 교육과정기까지》，頁 418 

    、43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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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教育課程發布後，初級中學的「道德教育」成為正式課程，

科目名稱為「道德」。初級中學「道德」科目的教科書為《中學校道德》，

各年級上下兩本。一九七三年代高級中學的「道德教育」的教科書為《高

等學校國民倫理》。一九七○年代「道德教育」的教科書除了《中學校道

德》與《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以外，尚有初級中學的《民主生活》、《勝

共統一之路》與高級中學的《守護自由之路》。65《民主生活》、《勝共統

一之路》與《守護自由之路》主要是為反共教育的課本，因此，本文並未

納入分析範圍。本文主要以《中學校道德》與《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作為

分析對象。相較一九五○年代，高級中學的「道德教育」的教科書分量明

顯減少，一九五○年代有《高等道德》I、II、III 共三本，朴正熙執政後一

九六○年代就縮小為《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一本，但增加了反共教育課本

《守護自由之路》。 

《中學校道德》的單元結構如表一，各年級共有四個單元，「傳統倫

理」相關的內容大多集中於各年級上冊的I與II單元中；各年級下冊的III單

元主要是「愛國」相關內容，而IV單元主要是「反共」相關內容： 

【表ㄧ】一九七○年代初級中學《中學校道德》 

教科書的單元分類66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上冊 
I. 誠實的生活 I. 生活的價值 I. 人格的到來 

II. 有秩序的社會 II. 很好生活的我故鄉 II. 協同社會 

下冊 
III. 發展中的韓國 III. 對祖國的愛 III. 世界中的韓國 

IV. 北韓同胞的生活 IV. 守護自由之路 IV. 統一祖國之使命 

                                                 
65  文教部：〈1975 년도 문교 시책 사업〉，頁 52。 

66  資料來源：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下）》（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上）》（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下）》（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3（上）》（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3（下）》（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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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校國民倫理》的單元架構如表二，雖然「I. 青少年的自覺」

中有提及一些「誠」或「仁」的「傳統倫理」，但是「傳統倫理」相關的

討論都集中於「III. 我民族的倫理傳統」與「IV. 現代社會與倫理」，而

「V. 國家與倫理」與「VII. 世界中的韓國」是「愛國」相關內容，「VI. 

北韓實情與祖國統一」是「反共」相關內容： 

【表二】一九七○年代高級中學《高等學校國民倫理》 

教科書的單元分類67 

單元名稱 

I. 青少年的自覺 

II. 生活的睿智 

III. 我民族的倫理傳統 

IV. 現代社會與倫理 

V. 國家與倫理 

VI. 北韓實情與祖國統一 

VII. 世界中的韓國 

二、「傳統倫理」的繼承與改良 

一九七○年代《中學校道德》與《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中所呈現出來

的「傳統倫理」主要有以下機種議題，筆者將按各議題討論新教育內容對

一九五○年代教科書的繼承與改良。 

（一）家庭倫理 

一九七○年代的教科書中，將「家庭」定義為以「愛情」結合的夫婦

與其子女所形成的血緣集團，人的個性、態度、價值觀等許多部分都是在

父母與兄弟姊妹的關係中形成。但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存在應遵守的道理，

即「慈愛」與「孝」。父母應始終溫馨照顧子女、引領子女；子女應順從

                                                 
67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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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盡心恭敬父母。68 

此種強調「慈愛」與「孝」的家庭倫理，也是繼承於李承晚時期的教

科書。一九五○年代，教科書中亦強調現代社會的父母有做「父母的道

理」，不可對子女有「男女之分」，「慈愛子女」為父母的義務，不可只

要求子女孝順，父母也要盡義務與道理。69另外，一九五○年代教科書中說

明「韓國的家庭自從李氏朝鮮開始模仿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因此法制與禮

義有大大的發展」，解釋韓國社會的家庭制度來自於中國。70但是，朴正熙

時期的教科書不再說明韓國家庭制度的來自於中國。 

李承晚時期教科書特別強調「倫序」，兄弟姊妹應按年齡大小遵守應

有的道理，古語說：「兄友弟敬」，兄長應友愛弟妹，弟妹應尊敬兄長，

但是，不能如同封建時代兄弟姊妹之間有階級差別。71朴正熙時期的教科書

也繼承兄弟姊妹之間的「倫序」說法，強調「兄友弟恭」，兄或姊對弟妹

要以「友愛」對待，弟妹也應以「恭敬」態度對待兄姊。72 

此外，李承晚時期教科書針對夫婦倫理進行檢討，認為封建時代女性

地位低，在夫婦關係上強調「婦必從夫」、妻子隸屬於丈夫，但現代社會

保障夫婦擁有相同權利與義務，維護婚姻與離婚的自由。然而，朴正熙教

科書卻未繼承此種論述，並不討論夫婦倫理。 

李承晚時期教科書中非常重視「家庭倫理」的建構，朴正熙政府亦繼

承此種觀點，甚至比李承晚時期更為重視，「家庭倫理」被改良為社會生

活的核心與原動力。「家庭生活」也被解釋為其他所有「共同生活的核

心」。73  

朴正熙政府時期教科書，甚至將「家庭倫理」發展為國家層次： 

                                                 
68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上）》，頁 68-72。 

69  文教部：《中學道義 I》（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58年），頁 38；文教部： 

    《高等道義 I》（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59年），頁 9-12。 

70  文教部：《高等道義 I》，頁 5。 

71  文教部：《高等道德 I》，頁 22-23。 

72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3（上）》，頁 80。 

73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上）》，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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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原本是指同一父母的子女，但是我們必須將兄弟思考為更寬

廣的意思。我們對父母孝順一般，也要對祖父母孝順，所以親戚

之間也要有友愛。祖父母的父母，祖父母的祖父母，這樣一直追

溯下去我們民族全體都起源於同一祖先。因此，在此土地上生活

的我們都是具有同一血統的兄弟。74 

按照上述邏輯，韓國全國就是一個家庭，所有韓國人都是同一家庭的兄弟

姊妹。朴正熙政府試圖利用「家庭倫理」擴大至社會，更進一步擴大至國

家的方式，培育出「我們」的一體感與認同感，有助於確立「正確的民族

觀」。 

（二）孝 

一九七○年代，教科書繼承一九五○年代教育內容對「孝」的重視與

討論，長期以來「孝」都是「家庭倫理」中最重要的德目。一九七○年代，

教科書對「孝」的重視超過一九五○年代，《中學校道德》的一上、二上、

三上皆有提及「孝」的重要性，其中一上課本中指出： 

我們的民族自古以來學習又教導（小孩），盡最大的努力報答父

母的恩情。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任何一個民族相比，我們祖先對

奉養父母當作是尊貴的行為，作為一切行為的根本。75 

一九七○年代的教科書中，除將「孝」視為「一切行為的根本」，更是人

類「最尊貴的行為」、「最神聖的行為」，並將「孝」解釋為韓國「自古

以來」的「傳統倫理」。然而，因為現代生活方式日益變遷，無法完全按

照過去祖先對父母盡「孝」的方式，但對父母盡「孝」的根本精神並沒有

改變。76 

《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中，亦說明「孝是人倫的根本德目」，引用孔

                                                 
74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64-65。 

75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55。 

76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5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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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話語，強調「孝是行仁之本」；也引用《孝經》說明「人的罪可分為

三千，其中最大的罪是不孝」。「孝」是所有行為的根本，韓國的祖先以

「孝」作為判斷人的人格與品行的標準。77 

值得注意的是，朴正熙時期的教科書中，更將「孝」改良為與「敬長」

德目相連接： 

我們應該要尊敬別人的父母，如同尊敬自己的父母。我們希望自

己的父母受到別人的尊敬，因此也應當尊敬別人的父母。78 

敬是指孝的精神擴大至社會、侍奉所有長輩之事。79 

在教科書中說明「敬長」是「孝」的延伸，應如同自己的父母，「敬

愛」所有年長的長輩。教科書中強調，在韓國社會上，老人是具有權威與

威嚴的存在，老人是家族的光榮，是信賴與愛的對象。80 

在李承晚時期教科書中也曾指出，應要尊敬長輩，表達恭敬，順從長

輩。81但是並未指出「敬長」是「孝」的延伸。朴正熙時期教科書中甚至強

調，「敬長」、「敬老」思想是韓國民族被世界承認的「美風良俗」。82現

在世界與社會中對年長者的尊待與恭敬依然是韓國民族必須遵守的美德。83 

由此可知，朴正熙政府時期，將「孝」、「敬長」、「敬老」視為韓

國民族的共同美德，試圖透過「孝」、「敬長」、「敬老」思想，培育出

對韓國民族的驕傲與共同體意識。我們從上述「家庭倫理」擴張至「社會

倫理」與「國家倫理」的脈絡思考「敬長」，「孝」發展為「敬長」思想

是相當自然的結果。所有韓國人民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韓國社會中的所

有年長者也等同於自己的父母，因此也必須對所有年長者盡「孝」。因此，

                                                 
77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6-87。 

78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63。 

79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3（上）》，頁 74。 

80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131。 

81  文教部：《中學道義 II》，頁 39-40。 

82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63。 

83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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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擴張至「社會倫理」的概念就是「敬長」。 

（三）忠 

《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中將「忠」解釋為，「心中無偽，即真實的本

心」，「盡己之謂忠」，對所有的事情，盡自己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就

是「忠」。84教科書中再次說明，「忠」對個人而言是「誠實」，對國家而

言是「愛國」。85 

朴正熙政府時期，對「忠」的解釋也是繼承李承晚時期的定義。李承

晚時期的教科書中，提及「對君王盡誠心就是忠誠」，「誠心」是「忠誠」

的根本，在封建時代主要使用於君王，民主主義時代應將方向轉換為對

「國家」與「國民」。因此，侍奉「國家」與「國民」就是「忠」，並主

張國民應具有為國家犧牲自己的「奉公精神」。86  

但是，朴正熙政府將「忠」改良為更具有理論性，「忠」的對象也不

僅是國家，而分為個人、社會與國家三個層次： 

盡自己所有的誠意，對自己所做的事包著信念完成時，可以確立

自己的主體性，這可說是個人的忠。又，若我們的鄰居遇到不幸，

如同照顧自己的身體或家庭，在社會完成自己的職分，這就是對

社會盡忠。此外，國家遇到困難或危機，盡自己的身心，獻身於

國家，這就是對國家盡忠。87 

盡自己所有誠意完成一件事是個人層次的「忠」；在社會完成自己職分內

的責任是社會層次的「忠」；為國家獻出身心是國家層次的「忠」。 

另方面，朴正熙時期，強調國家是「我的身體」的延伸，更進一步延

伸為「家庭」。具有共同血緣的「我們」聚集在一起地方就是「我的國

土」，「國民是我的家族」、「國土是我的家」，「國家就是我的家庭」。

                                                 
84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8。 

85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131。 

86  文教部：《中學道義 II》，頁 110。 

87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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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平常為自己的身體、為家庭的平安，盡「誠心」，做最大的努

力。我們應當為國家的富強盡一切「誠心」，做最大的努力，沒有比此更

偉大的事。因此，教科書中說明，韓國人的祖先認為，為國家盡「忠誠」

是人類最有價值的道理，也如此教育後代子孫。88 

此種「家庭倫理」延伸至「國家倫理」形成「忠」的概念，在做法上

繼承於李承晚時期。李承晚時期的教科書中說明，「自古以來臣下對君王

『忠誠』視為如同子女孝順父母，尊崇『忠孝』作為國民道德之根本」，89

明顯指出「忠」是「孝」的延伸。一九七○年代教科書亦說明，韓國民族

比任何民族都具有深厚的「忠孝」思想，當作是「倫理生活」的根本。

「忠」與「孝」不可以分開思考，對所有事情盡「誠意」，實踐「忠」，

可以使父母高興，成為一種「孝」。因此，「忠孝一本」，「忠」與「孝」

不可能嚴密區分：90 

忠孝思想是脫離自私、自我中心之思考方式，在共同體中追求更

具有價值的生活之精神相通。我們應當理解我們都是如同家族般

同甘共苦之命運共同體，在生活中更努力實踐忠孝思想。91 

韓國教科書中指出，「忠孝思想」與「共同體意識」相通，認為可以透過

「忠孝思想」培育出韓國「民族」與「國民」的共同體意識。因此，韓國

教科書非常重視「忠孝思想」的培育。 

李承晚時期的教科書中，將新羅時期的「花郎」視為「忠」的象徵。

《高等道德 I》的第六個單元就是「花郎道與國民精神」，其中介紹花郎道

的起源、根本精神、訓練方式、變遷與現代意義。指出「花郎道精神」是

為民族的興隆而宣揚「德義」，即為國家盡「忠誠」與「正義」，並捨棄

私人利益、奉獻自己生命的精神。李承晚時期的教科書中，將「花郎道精

神」描寫為最高「忠誠」，即最高的「奉公滅己精神」。因此，雖然時代

                                                 
88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下）》，頁 3-9。 

89  文教部：《中學道義 II》，頁 37。 

90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9、131。 

91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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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壬辰倭亂時期的李舜臣（1545-1598）、殖民時期的「三‧一運動」

都被視為「花郎道精神」的最高發揚；同時，教科書中亦強調，在韓戰中，

無數的年輕人都是高喊「花郎道精神」，而自願參加戰役，並且勇敢為國

家犧牲了自己。92 

朴正熙時期也重視「花郎道精神」，透過「花郎道精神」國民團結一

致，完成三國統一的大業，此種精神成為韓國民族的靈魂，一直繼承至今，

是招喚「總和護國」精神的原動力。93但是朴正熙時期並不以一個單元介紹

「花郎道」，也不將所有為國奉獻生命、為國犧牲、奉公滅己的行為都比

喻為「花郎道精神」的「再現」。在朴正熙時期的教科書中，「花郎」只

是代表「忠」實例之一。殖民時期的獨立運動家安重根（1879-1910）、尹

奉吉（1908-1932）、金九（1876-1949），或是擊敗隨軍入侵的高句麗名將

乙支文德（？-629）、壬辰倭亂時擊敗日軍的李舜臣，以及韓戰的勇士等

等，都是在民族與國家處於危機狀況時，獻出身心、為國犧牲的「殉國烈

士」，發揮「滅私奉公精神」的偉人，這些偉人也都是代表「忠」實例。94

尤其李舜臣成為從小學、初級中學及高級中學教科書中，不斷登場的歷史

人物，被視為「忠」的象徵。 

（四）「禮義」與「禮節」 

朴正熙政府對「禮」非常重視，《中學校道德》的一上、二上、三上

都包括「禮節」的內容。「禮節」是人活在世界上，人與人之間必須要遵

守的道理，要成為文明的社會、值得活下去的社會，必須要具備「禮節」。

95然而，教科書中強調，「禮節」必須依時代、場所與國家而有所不同，因

此沒有絕對的標準，重要的是「禮節」的根本精神。「禮節」的根本精神

就是「愛惜與尊重我與別人的人格」，因此，強調應該要「有節制的禮

                                                 
92  文教部：《高等道德 I》，頁 139。 

93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98、105。 

94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上）》，頁 25-27；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 

    德 3（上）》，頁 32-33。 

95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上）》（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79年）， 

    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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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96 

迷失禮節的根本精神，往往只是根據悠久的習性盲目的遵守禮節

的形式。這種時候很難按照情勢與狀況調整話語及行動，只是被

形式綑綁。因此，僅是變成內容空洞，外表華麗，這就會造成

「虛禮虛飾」。97 

教科書中雖然說明遵守「禮節」非常重要，但反對太過重視形式而變為

「虛禮虛飾」。一九七○年代，教科書中繁複出現反對「虛禮虛飾」的內

容，尤其強調韓國的「冠婚喪祭」太過重視程序與形式，應該要加以修正。

婚禮時所行的「六禮」，父母親過世時所行的三年居喪，都非常麻煩，今

日大部分的人無法遵守。因此，一九六九年起，韓國制定〈家庭義禮準

則〉，此準則的「義禮」的基本主旨是： 

防止韓國的禮節變成形式化，而造成過度的浪費與虛禮虛飾，並

為現在人民訂出準確的禮節生活的基本架構，繼承我們的美風良

俗，配合時代變化發展家庭義禮。98 

《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中也說明，韓國人的祖先在生活中實踐「誠」

與「敬」的思想時，非常重視「禮」，以「禮」待人，不是「禮」就不行

動，所以韓國被周邊民族稱讚為有「禮」的民族。99 

禮就是從心中呈現出來的恭敬與愛的精神表現於行動。正確的禮

之實踐是誠實與不裝飾的心為基礎，因此，沒有包含心的行動不

是禮。此種禮就是虛禮。100 

高級中學的教科書中，亦強調實踐「正確的禮」，不可太注重形式而變成

                                                 
96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15-19。 

97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19。 

98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2（上）》，頁 57-61。 

99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6。 

100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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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禮虛飾」。 

一九七○年代，教育內容基本上繼承李承晚時期教科書中對「禮」的

討論。例如，「禮義」是維持正確人際關係而產生的風俗，是一種「日常

生活起居的動作」、「與別人來往的接待」、「公共集會的談話」、「慶

祝至喪禮的社會規則」。101李承晚時期教科書中亦主張「越落後社會越不

遵守禮義與廉恥，越文明國家越會遵守」，102強調「禮義」是「文明」的

象徵。「禮義」的根本在於「心」，沒有「恭敬德心」就會變成「虛禮」。

103「禮義」的實踐也應隨時代變化進行改善，批判「冠婚喪祭」的形式化，

104應該要廢除「虛禮」。105但是，李承晚時期並未提出如何廢除「虛禮」

的具體方案。朴正熙時期對廢除「虛禮」，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制定〈家

庭義禮準則〉，改良廢除「虛禮」的論述，提出具體標準與方法。 

朴正熙時期也將「禮義」一詞改良為「禮節」。「禮義」是指「禮法

道義」，「禮節」則是指「禮制的儀式」。從詞彙選擇可以看出，朴正熙

政府重視的是「儀式」與「程序」。筆者認為，朴正熙政府希望簡化「禮」

的「儀式」與「程序」，因此刻意使用「禮節」詞彙，使學生注意「儀式」

與「程序」的不合理性。 

（五）「誠」、「信」與「義理」 

一九七○年代的教科書解釋「誠」、「信」與「義理」具有連關性。

《高等學校國民倫理》中說明，在東洋「仁」是人應具有的最高的德目。

「仁」的生活也等於是「誠實」的生活，「誠實」就是「真」，不具有任

何「偽」。「誠」就是如同文字所示，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完成（成）自己

說出的話（言）。「誠實」的人不欺騙自己也不欺騙別人。換言之，「誠

實」就是對自己盡「充實」的同時對別人盡「誠」，此種「誠實性」是有

                                                 
101  文教部：《高等道義 I》，頁 143。 

102  文教部：《中學道義 I》，頁 91。 

103  文教部：《高等道義 I》，頁 144。 

104  文教部：《高等道義 I》，頁 143。 

105  文教部：《中學道義 I》，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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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社會生活應有的基本態度。106 

在初級中學的教科書中，「誠」解釋為「正直」，要成為別人可以相

信的人必須要具備許多「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直」。因此，不遵

守承諾的人無法得到他人信任，雖然並未明確用話語承諾，但有時會出現

如同已做承諾一般採取行動的義務，這就是「義理」。107換言之，遵守承

諾、信任就等於「信」，「義理」就是「信」的實際行動。教科書中強調

朋友之間必須遵守承諾，要有「信義」，朋友之間若沒有「信義」，即沒

有「信任」與「義理」，就不會存在友情，沒有友情就不能成為朋友，韓

國民族在傳統上非常重視「五倫」之一的「朋友有信」。108 

一九七○年代教科書中連貫討論「誠」、「信」與「義理」的方式，

實際上是繼承於李承晚時期。一九五○年代亦強調「五倫」之一的「朋友

有信」，強調要有「信用」必須要「正直」。109朴正熙時期，教科書進行

部分改良，首先，以韓文白話文解釋儒學經典的話語，減少漢文顯示。李

承晚時期引用《中庸》中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110

說明「誠」的內涵。但是，朴正熙時期雖然用韓文白話文引用相同內容，

但不介紹漢文。一九七○年代的教科書中也有保留一點儒學經典的漢文引

用，例如，《中庸》中的「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等漢文，但是漢

文引用減少許多，幾乎只利用韓文白話文說明其意思。111李承晚時期的初

級中學教科書中，也直接引用《論語》中的「巧言令色，鮮哉仁」，說明

言行一致的重要性。112但朴正熙時期的初級中學教科書中，卻未直接引用

任何漢文。筆者認為，主因在於，學生學習漢字較難，透過簡單易懂的韓

文白話文解釋「儒教傳統倫理」，對學生而言更能夠有效吸收。此時期，

朴正熙強調學習效率，因此，盡量減少學生學習漢字的負擔，重點是吸收

                                                 
106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25、80。 

107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21、24、26。 

108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75、77。 

109  文教部：《高等道義 I》，頁 99-100；文教部：《高等道義 I》，頁 120-121、128-12 

     9、133-136。 

110  文教部：《高等道義 I》，頁 121。 

111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1（上）》，頁 81。 

112  文教部：《中學道義 II》（首爾：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58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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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概念與內涵。 

另方面，相較於一九五○年代，一九七○年代的教科書，也減少引用

儒學經典的次數，而增加許多引用韓國歷史人物與韓國儒者文集。李承晚

時期，教科書常常直接引用《中庸》、《論語》、《大學》等儒學經典，

解釋「儒教傳統倫理」與重要性。朴正熙時期的教科書，卻利用李舜臣的

故事說明「正直」的重要；新羅時期兩個朋友守信的故事說明「信義」的

重要；113並以栗谷李珥（1536-1584）與茶山丁若鏞（1762-1836）的思想說

明「誠」的價值。114如前所述，當時的「道德教育」是以〈國民教育憲章〉

的理念為標準，其中強調「強烈的民族共同命運意識」、「祖國愛」、

「歷史使命感」，建立「民族國家的主體思想」，因此，減少引用源自於

中國的儒學經典，增加對韓國歷史人物的描述，以及韓國儒者文集內容，

加強對韓國文化的認同感，有助於建構「韓國民族共同體」意識。 

《高等學校國民倫理》更將「信義」倫理改良為形成「韓國民族共同

體」的原動力： 

相互相信、追求正確的信義倫理尤其成為團結我們民族、不屈服

於不義的原動力。有信才能與別人相互信任，相互的信任加強朋

友之間的關係，強化社會團結，最終可以發展為共同體意識。115 

因此，「信義」倫理不僅是朋友之間需要，對所有人際關係都應被重視，

教科書中強調，互信的社會才能形成明朗又健全的社會。116 

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韓國「道義」與「道德」教育中最重視

的是「家庭」倫理。基本上以「儒教」的「家庭倫理」作為「道義」或

「道德」的標準，因此所有德目中最重視的是「孝」。「道義教育」或

「道德教育」將「家庭倫理」擴大至社會與國家，形成「社會倫理」與

「國家倫理」，將「孝」的對象由父母轉移為國家就會形成「忠」的倫理，

                                                 
113  文教部：《中學道義 I》，頁 23、69-71。 

114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81-83。 

115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91。 

116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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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應當對父母「盡孝」，國民也應當對國家「盡忠」。然而，由於一九

五○年代實施「道義教育」的目的是重建社會秩序，故比一九七○年代更

重視「家庭倫理」與「孝」。一九七○年代朴正熙政府的「道德教育」目

的則更積極培養韓國「國民」、「民族」之「共同體意識」，以確立韓國

國民「愛國愛族」的「正確國家觀」，因此比一九五○年代更重視「忠」。

一九七○年代的《中學道義》課本中出現最多的內容是「家庭倫理」與

「孝」，但在《高等學校國民倫理》課本中最重視的是「忠」。 

伍、 「傳統倫理」與「愛國愛族」之「正確國家觀」 

一九七○年代，朴正熙政府的最大教育目標是培育「愛國愛族」的具

有「正確國家觀」之「新國民」。「新國民」必須具備「屬於團體的個人」

與「我們」的意識，以及「強烈的民族共同命運意識」、「祖國愛」、

「歷史使命感」、「堅強的責任感」。朴正熙政府繼承李承晚時期的「道

義教育」，並加以改良後，運用在「道德教育」中，認為「傳統倫理」也

有助於培養「愛國愛族」之「正確國家觀」。 

如上所述，「傳統倫理」中的「家庭倫理」擴張至「社會倫理」，更

進一步擴張至「國家倫理」，形成「民族」概念。一九七○年代，教科書

中描寫「我們」是「同一民族」之一員，出生於此土地，這是一種「宿

命」。韓國「民族」或「人民」都是「同一血緣」中出生的兄弟姊妹，

「民族」就是「同一血緣之子孫」，117因此，「我們」都是同一「家族」，

是「命運共同體」。如果家中一員因不注意而發生火災，遭受災害的卻是

家族所有人，因為家族就是一個共同體。一個國家的命運就等於該國全體

國民的命運，因此，個人的發展與幸福是掌握在國家共同體的繁榮與發展。

教科書中解釋，韓國民族擁有「忠孝思想」與大家族制度為基礎形成的共

同體意識，此共同體意識是基於血緣與地緣的「情」之聯繫而形成，而不

是以利害關係為基礎，因此，可以使鄰居間擁有「人情」，產生「相扶相

持」的「美風良俗」。韓國民族自古以來生活在「敬愛」與「協同」的精

                                                 
117  韓國教育開發院：《中學校道德 3（上）》，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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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下，尤其在克服無數次國難的過程中，培養出團結一致的傳統，確立了

「我們」比「我」優先的生活傳統。118 

然而，「傳統倫理」中也有必須要丟棄的「不好的因素」。首先，執

著於形式與面子的態度方面：重要的是實質內容，不可忘記本源，不必太

過執著於形式。第二，對過去的執著方面：現代人的生活態度，應要因應

時代變化，具備進取態度與開拓精神，不必太過重視過去。第三，綑綁於

血緣與地緣的態度方面：太過重視血緣與地緣的生活態度，會造成封閉性

格，製造黨派，對社會連帶意識與國家意識的形成造成負面影響。119 

朴正熙政府強調，在「傳統倫理」中做出「篩選」，選擇繼承「優良

的傳統」，丟棄「不好的傳統」。此種「篩選傳統倫理」的做法是，繼承

李承晚時期的「道義教育」。一九七○年代的教科書中亦強調，不可以將

韓國所有的「美風良俗」當作是老舊加以排斥，「在傳統精神中繼承偉大

的一面，接受西方正確的近代精神，建構出適合現在社會的國民倫理」。

120因此，教科書中不斷強調，應由合理、民主的立場，重新理解與繼承韓

國固有的共同體意識，從西方社會的連帶意識中取出優點，建構一個具有

現實性又正確的「價值觀」與「國家觀」。121 

朴正熙政府在利用「傳統倫理」建構正確的「價值觀」與「國家觀」

過程中，最強調的是「忠」與「孝」的概念。一九七七年，文教部提出

〈忠孝教育為中心的道義教育的強化方案〉，目的在於以〈國民教育憲章〉

為基礎，強化具「忠孝」精神的「道義教育」，培養敬仰父母、愛國家與

民族、協同、侍奉之國民。122朴正熙選出最能代表韓國「固有傳統文化」

的人物是世宗大王（1397-1450），而最能代表「忠」的人物是李舜臣。朴

正熙政府時期，將世宗大王與李舜臣規定為「聖君」與「聖雄」，並塑造

這兩個歷史人物成為韓國的「英雄」。尤其李舜臣是朴正熙最崇敬的歷史

                                                 
118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136、146-148。 

119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132-133。 

120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138。 

121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149。 

122  鄭永壽等：《韓國 教育政策의 理念(II)─2次年度：國家發展과 教育（1960-1979）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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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朴正熙將李舜臣視為「國民統合」的象徵。123  

此外，朴正熙政府也將「傳統倫理」應用於反共教育中： 

北韓共產集團否定我們的所有倫理傳統，信奉共產主義，玷污我

們祖先塑造出來的靈魂。﹝……﹞今日，我們要完成的課題是，

培養國力，打倒反民族性獨裁勢力，盡快救出北韓同胞，完成單

一國家，以及繼承我們的傳統倫理，並發揚光大。這是我們年輕

世代最應當完成的最神聖的任務。124 

教科書中說明，北韓共產集團否定韓國的「傳統倫理」，韓國學生的「最

神聖的任務」是打倒北韓共產集團，繼承「傳統倫理」，並發揚光大。 

陸、 結論 

一九七○年代，朴正熙政府致力建構韓國「國民倫理」，在此過程中

「傳統倫理」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朴正熙政府運用「傳統倫理」作為建

構韓國「國民倫理」手段，並非「原創」，實際上繼承與改良李承晚政府

時期「道義教育」。 

韓戰結束後，韓國社會受到戰爭影響，人民身心日益疲憊，社會風氣

亦逐漸敗壞。因此，一九五○年代，李承晚政府「道義教育」的目標，主

要在培養韓戰後社會重建所需要的「國民道義倫理」。一九五○年代，

「道義教育」的重點是「恢復」韓國國民原本具有的「道德」，並從韓國

原有的「傳統倫理」中尋找構成「道義教育」的元素。由於，韓國「傳統

文化」中大多是來自中國的「儒教文化」構成，因此，教育當局在建構現

代「道義倫理」的標準時，最終仍是以「儒教傳統」作為基礎。 

朴正熙政府繼承一九五○年代「道義教育」中運用「傳統倫理」的方

                                                 
123  최연식：〈박정희의 ‘민족’ 창조와 동원된 국민통합〉，《韓國政治外交史論叢》 

     ，第 28輯第 2號（2007年 2月），頁 54-56。 

124  韓國教育開發院：《高等學校國民倫理》，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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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且改良運用於一九七○年代的「道德教育」中。一九七○年代，

「道德教育」的目標是確立「愛國愛族」的「正確國家觀」，並且培養身

為韓國「民族」、「國民」的共同體意識。朴正熙政府在教科書中運用的

「傳統倫理」，如同李承晚時期，是以「禮」、「誠」、「信」、「義」、

「孝」、「忠」等「儒教倫理」為基礎，但對這些「儒教倫理」進行改良，

調整為適用於一九七○年代「道德教育」的目標。 

筆者認為，韓國人「倫理觀」的建構過程中「道德教育」扮演重要角

色，尤其一九七○年代「道德教育」成為小學至高中教育課程中的正式獨

立科目後，所有韓國人在成長過程中必須接受「道德教育」。「道德教育」

中提及的「禮」、「誠」、「信」、「義」、「孝」、「忠」等「傳統倫

理」，成為韓國人形成「倫理觀」的重要價值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一九七○年代，朴正熙政府致力建構的韓國「國民倫理」，實際上是以李

承晚政府建立的「傳統」為基礎加以改良後的產物。如果李承晚政府時期，

並未在教育內容內建立「國民倫理的傳統」，則朴正熙政府有可能必須採

取不同方式建構「國民倫理」，而導致不同的發展方向，「傳統倫理」也

許並未能成為建構「國民倫理」的重要因素。♦ 

 

 

 

 

 

 

 

 

                                                 
♦ 責任編輯：郭雨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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